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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年前，费孝通“下本钱”办的这个培训班牛在哪
从“速成班”到社会学“种子”，1981 年南开社会学专业班留下“经世致用”的精神遗产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张张典典标标、、尹尹思思源源

“中国要发展，人民要过好日子，需要有一
大批人做研究、出主意。你这个学生坐在那儿，
也不拿录音机，也不做什么，我真的是心里非常
难过。” 2018年 6月 14日，在上海大学乐乎新
楼召开的“费孝通与乡村振兴——— 第五届费孝通
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上海
大学教授李友梅在提出继承费孝通“用自己的知
识去服务社会、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治学精
神时，回忆起费孝通批评自己的这段往事。

那是 1995年，李友梅从法国读博回来，正
参加北大的一个高级研讨班。见到李友梅没有带
做研究的必备工具录音笔，费孝通当时语气很
重。更早之前，李友梅是 1981年费孝通在南开
大学开办的社会学专业班的旁听生。

1981年，当费孝通来南开大学时，他觉得
自己“口袋里”只剩下“几块钱”。当时，这位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
学术生涯经历磨难之后刚刚“重获新生”，他把
此后“意外获得”的每一年视为“一块钱”。这
些“钱”，他花得慎之又慎。即使这样，他依然
“舍得”为培训班——— 1981年南开社会学专业
班的学生“花掉”一些。他把这些学生视为“种
子”。

非常时期的应急手段

1978年 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学者
杜任之率先提出恢复重建社会学的主张，这一建
议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重视。
1979年 3月 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的讲话中提到，“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
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
也需要赶快补课。”

在更早的 1978年 3月 28日，邓小平在与时
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和副院长邓力群关
于逐渐建立一批新的研究所的谈话中提到：“什
么事情总得有个庙，有了庙，立了菩萨，事情就
可以办了。有些有专业知识的人年纪已经大了，
如不赶快立庙，过几年立起庙，菩萨也请不到
了。”胡乔木计划增加的就包括社会学研究所。

对于社会学，胡乔木请的“菩萨”就是费孝
通。 1979年春节，当胡乔木亲自拜访费孝通，
委托其带头恢复和重建社会学，这时的费孝通已
近 70岁。

“最好不要找到我头上来。”费孝通后来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接到带头恢复与重建社会
学任务时，他也很忐忑。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社
会学重见天日的一天，费孝通心里热乎乎的，可
接下来他就犹豫了。

“我原本没有学好，又荒疏了这么久，即使
有老本本可据，我也教不了。社会科学必须从自
己土里长出来。这门学科在中国还得从头做起，
决不是唤之即来的。我怎敢轻易承担这任务
呢？”社会学荒废了近 30年，费孝通也担心自
己心有余而力不足。

最后，“历史感”让费孝通还是挑起了担
子，“到了我这样的年纪还要向前看，看到的是
下一代，看到的是那个通过新陈代谢而得以绵续
常存的社会。”

费孝通对恢复与重建社会学在组织结构上有
一套“五脏”的说法，即建立学会、建立研究机
构、建立培养人才的社会学系、设立图书资料中

心、出版社会学的专门刊物和出版机构。
在费孝通看来，这当中最重要的是培育人

才。而当时正是人才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一代社
会学者，大多八十岁左右，有很多人早已改行，
还有很多人心存顾虑。

在这种情况下，费孝通和时任南开大学哲学
系主任的苏驼等人采取的“非常手段”就是开设
短期的专业培训班。“恢复社会学要培养人才很
急，从大一的开始招要等四年才毕业，太慢
了。”苏驼最后建议采用 1958年南开大学筹办
哲学系时的办法——— 专业培训班，把四年的学习
内容在一年内学完。

埋下“经世致用”的种子

“实不相瞒，我是被我的第三代挤成这样
的。”老伴有病，费孝通把女儿一家调回来照顾
她。人多了，空间就小了，费孝通只能伏在床边
的小桌子上写稿。

这是在 1979年 3月 15日至 18日召开的社
会学座谈会上，费孝通讲到自家面临的“人口
问题”。紧接着，费孝通说，“现实生活中，
这类的问题实在不少，可以设想，随着我国四
个现代化事业的飞速发展，社会生活的发展速
度不容易取得均衡，人民内部矛盾必然会不断
发生。如果我们对已经存在的社会问题，能有
领导有计划地进行调查研究，寻求比较切合实
际的解决办法；对可能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
较早地有所察觉、有所准备，也就可能减少或
避免一些社会损失。”

这次座谈会是为恢复社会学学科做准备。也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胡乔木指出，“社会主义社
会还是有它的社会问题，比如：劳动、人口、文
化、道德、民俗、民族、妇女、青年、儿童、老
年、城市、农村、职业分工等，应该有它的社会
学……各种问题还是需要我们去研究。”胡乔木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发表的这番讲话，
让不少现场的老先生为之振奋。

此时，社会大转型已经开始。这次座谈会的
前几个月， 1978年 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
京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一个新的社会
发展阶段在世人面前展开。

1979年 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第
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各地可根据市
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
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
手工业者个体劳动。” 1980年，温州发出了全
国第一批个体营业执照，共 1844户。登记后的
小商贩们不用再“偷偷摸摸”卖东西了。据统
计，截至 1981 年底，全国个体户已达 101 万
人。

1978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
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指出，社队企业要有
一个大发展。 1979年 7月，国务院颁布《关于
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
为乡镇企业奠定了发展基础。不久之后，农村富
余劳动力不再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

1980年 4月，北京航空食品、建国饭店、
长城饭店成为首批获准成立的外商直接投资企
业……

伴随着社会转型，原来持续了 30年的计划
经济正在成为过去。资源和机会的提供与交换慢
慢能够通过市场来实现，乡镇企业、三资企业、
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逐渐成长壮大，新的社
会阶层也不断成长。

“最早杜任之提议恢复社会学的时候，也是
预见到今后的社会发展需要社会学学科。”苏驼
回忆说，这也是 1981年南开社会学专业班创办
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也使得 1981年南开社会学专业班远不
止“补课”这么简单。

费孝通对 1981年的南开社会学专业班一
直“灌输”经世致用的理念。 1981 年 12 月
13 日，在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的结业典礼
上，费孝通强调，“学习社会学终究是为了认
识和了解中国社会，达到民富国强、改造社会
的目的。不赞成只在书斋里讨生活、为社会学
而社会学的做法。”

其实更早之前，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的讲话中为重建与恢复之后的社会学如
何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的水平很低，好多
年连统计数字都没有，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
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己知彼，力戒空
谈。”

“经世致用”也一直是费孝通的学术情
怀。费孝通曾说，“我的一生经历过无数重大
的历史变革，但最重要的当属新中国的成立，
以及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解
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与祖国的富强和
发展紧密相连。”

在苏驼看来，这种“经世致用”的偏向是
明智和保险的，对于草创时期的社会学学科幼
苗来说，最紧迫的是扎下根来，而不是纠结在
学术概念上的争辩。

一次串门引发的念头

“他在中国社会学恢复时期的辛劳贡献历
历在目，他与其他前辈共同的付出和承当，使
全国社会学的发展受益万千。” 2018年 2月
19 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退休教授杨心恒因
病逝世。中国社会学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武汉
大学社会学系等单位发来的唁电都不约而同地
提到杨心恒对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作出的重
要贡献。

1979年 4月 25日，在天津市西郊区委工
作的杨心恒正式调回南开大学哲学系。当时的
哲学教的还是一些教条化的公式，重新回到教
学岗位的杨心恒不愿意再讲哲学，一次串门经
历改变了他的方向。

杨心恒后来回忆，去哲学系教师童坦家串
门的时候，童坦夫人盛英提议他去搞社会学，
“她说话不打奔儿(天津话，指说话直)。可是
恰恰遇见我这个没有主见的人，我就信了。”

在几个月后的哲学系征求发展新学科专业
的讨论会上，杨心恒和其他两位同事一起提议
了社会学。尽管这时的社会学刚刚恢复名誉，
但仍被认为是“出身不好”，毕竟这个学科在
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取消。

一年多之后的 1980年 8月 10日，费孝通
来到南开见滕维藻、郑天挺等“西南联大时期
的老朋友”。费孝通所说的这些“老朋友”当
时已都是南开大学的校系领导。那次会面，南
开大学答应了费孝通在南开大学办社会学专业
的提议。杨心恒和苏驼也在场，正是他们邀请
了费孝通来南开，为此杨心恒等人没少在北京
天津两地跑。恰巧的是，在此前不久，苏驼已
经就哲学系发展社会学专业这件事向学校提出
了申请。

费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1981年 2月 26日早晨，天津还很冷，费
孝通裹着棉外套，呵着白气，在南开大学主楼
319教室的讲台上操着浓浓的吴音，讲着自己
的学术经历。

这是南开社会学专业班开学典礼，台下坐
着 54名学生。这些人完全是“愿者上钩”，
是费孝通从其他学校“钓”过来的。

1980 年 12 月 27 日，经费孝通等人协
调，教育部以“[80]高教 1字第 104号”文件
批准南开大学设立社会学专业，同时批准南开
大学从全国 77级重点大学优秀大三学生中选
拔学员，举办社会学专业班。一些机构也选派
了若干旁听生。

南开大学白红光教授当年正是其中的一
员，他当时对社会学一点不了解，认准了“费
孝通是个金字招牌，他是个大知识分子，做学
问跟着大学问家总错不了。”

除了冲着费孝通的招牌之外，一些学员也
有着更深的打算。

“(社会学)不像哲学，是旨在诠释现实、
建设社会，所以我就是想学社会学。”当时的
学员边燕杰这样解释他参加南开社会学专业班
的动机。在上大学之前，他曾经下过乡，正是
因为有这样背景，他在刚刚进入南开哲学系时
觉得哲学离自己所经历的中国社会现实太远
了。

有这样想法的学员不在少数。当时的任课
教师何炳济曾经做的一次调查发现，专业班里
学过哲学和经济学理论的同学反映哲学太抽
象，“空得很”“体系僵化”“解决不了社会
实际问题”，与此相反，社会学关心现实的社
会问题，比较具体，又是跟人打交道，很可能
是一门有前途的学科。

半个留学生

“培训班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培养社会学
学科建设急需的人才。”苏驼说，这就需要好
学生和优秀的老师。

在苏驼看来，即使当时南开这方面的师资
条件是最弱的，但是有了费孝通的支持，就等
于举“全国之力”来帮南开办好这个培训班。

苏驼说的“全国之力”，除了招生外，还
体现在培训班师资的筹备上。培训班的师资曾
经让费孝通十分“头疼”。

当时能给这些学员补课的，一个是老先
生，一个是洋教授。无论是请老先生出山，还
是请洋教授进门，都离不开费孝通的个人关
系。

在国内，费孝通在北京大学潘乃谷(费孝
通老师潘光旦的女儿)的帮助下，聘请了雷洁
琼、吴泽霖、张之毅等老先生。在国外，费孝
通通过同学、著名社会学家杨庆堃与海外联
系，再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康，邀请了彼
得·布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李哲夫(美国天
主教大学)、阿列克斯·英克尔斯(美国斯坦福
大学)等外籍专家。

早在 1978年 7月中旬，就如何恢复社会
学，费孝通与邓力群进行了一次长达 2个小时
的交谈，费孝通向邓力群建议，与美籍华人建
立联系，获取最新的学术信息。他说到了当年
燕京大学的同学杨庆堃等熟人在美国做的社会
学研究，其中一些人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也曾访
问过中国。

当时的学员们对大多数老先生并不是特别
了解。周雪光就是若干年后在自己做研究的过
程才意识到，这些老先生的学术地位，以及他
们之前做的大量研究。周雪光现任斯坦福大学
社会学系主任、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组织管理
系主任。 1981年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正
是他的社会学研究“启蒙”。

相比老先生，洋教授给学生带来的是“现
场的颠覆性认识”。

“当他(彼得·布劳)在黑板上写出 My
theory(我的理论)时，我惊呆了，以前我们都
是讲别人说，马克思说、谁谁谁说，从来没人
敢说我自己说的。”这让彭华民“打破了原来
思维的框框”，原来个人对学科的发展能有这
样大的推动力。彭华民从南开社会学专业班毕
业之后，继续留在南开研究生班攻读社会学，
如今她在南京大学社会建设与社会工作研究院
担任院长。

“我们就算半个留学生了。”白红光回
忆，“当时在外教课堂上主要的困难是翻译找
不到英语对应的专业名词。英语口语带着浓重
德国口音的彼得·布劳一看底下学生的眼神就
知道学生明不明白。遇到学生不懂的，布劳就
在讲台上急得直转。他的课堂先后换了 3名翻
译才让学员们和自己满意。

尽管这样，彼得·布劳依然对学员们在课
堂上的接受能力很吃惊。“我在美国教学也没
见过这样的班”，他评价这些本科生的水平比
得上美国的研究生。

社会学“黄埔一期”：像蒲公英

一样播撒种子

“‘八一年南开班’这个词，在社会学圈
子内已有了国内、国际名声。无论在北京还是
南京，是台北还是香港，是 Stanford(斯坦福
大学)还是 Duke(杜克大学)，只要你提起这个
名字，朋友送给你的是羡慕的眼光。”这是当
时已经是北美华裔社会学家协会主席、香港科

技大学社会学部主任边燕杰教授在“纪念南开
大学 1981年社会学专业班二十周年”会议上的
发言。

费孝通等人的努力没有白费。如今这个班
被称为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最独特的培训
班”、中国社会学界的“黄埔一期”。

从 1981 年南开社会学专业班的 54 名学员
中走出了 32 位社会学教授， 14 位社会学系主
任(或院长等职务)， 5位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副
会长。

他们中有长期从事城乡研究的中山大学社
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蔡禾，有社会工作和三
农问题专家、北京大学教授王思斌，也有对中
国的科层制组织和社会分层的研究作出重要贡
献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雪光，还
有开创了“关系社会学”研究的美国明尼苏达
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北美华裔社会学家协
会主席边燕杰教授……其中不少人的影响已经
超出了社会学学科。

在苏驼看来，这更多归功于“英雄造时
势”而不是“时势造英雄”。“学员们读起书
来如饥似渴。”彭华民还记得，当时培训班的
学员醉心于学习，一些当时流行的电影也没人
舍得花时间去看。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班并不像某些领域的
“黄埔军校”所连带的“学术近亲繁殖”问
题。学员们有着各自的研究领域，甚至对某些
问题的看法是针锋相对。彭华民和蔡禾把原因
归结为培训班的模式——— 短期的应急课程。重
要的不是培养关系圈子，而是像蒲公英一样把
种子撒向全国。

遗产与初心的无形传承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
学大发展的时代”。 40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
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党的十九大，习
近平总书记宣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
方位。”

“社会的巨大转型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丰
富的素材”“社会学的春天已经来了”“社会
学在中国已经愈来愈成为学术界的先锋学
科”，一些学者这样评价今天的社会学发展。

“社会学的社会调查和社会统计收集了大
量事实材料、建立数据库，为(研究和分析)中国
现状做了很大贡献。”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白红光说。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也对学科发展表示了
焦虑：和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如今有了更多的
社会学系、更多的社会学专业学生，然而在回
应时代变革、构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学科学
话语体系这个问题上，很多社会学家自身也并
不满意。

在苏驼看来，如今，“社会学者缺席了很
多本应该介入的社会议题，或者介入得不
够。”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
雪峰认为，如今的学者们花太多时间发表论
文，而提不出多少真正的问题，以至于跟不上
时代变化。

同样的焦虑与反思也出现在各个高校的社
会学课堂上和学术会议上。

2016年 10月 22日，在纪念费孝通“江村
调查” 80周年的学术纪念论坛上，来自全国各
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除了纪念费孝通及其
留下的学术遗产之外，也“重温”费孝通留下
来的难题：今天的社会学学者应该如何回应时
代变革，如何培养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大
家”。

在 2018 年 6 月 14 日举办的费孝通与乡村
振兴——— 第五届费孝通学术思想研讨会上，除
了“温习”费孝通关于乡村建设和发展的思想
之外，也免不了重提怎样更好地继承费孝通
“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问题。

“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或许重新回到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学恢复与重
建，回到那个对今天社会学影响深远的“种
子”——— “ 1981年南开社会学专业班”，重温
学科建设的“初心”和遗产显得更有必要。

“费孝通教授的座右铭是‘志在富民’，
这也是对南开班的激励，南开班的学术基因是
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写出有用的文章。”北京
大学王思斌教授说，“这对纯粹为文章而文章
的人应有所启发。”

对于这个问题，正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社会学系的学生白舒惠，以实际行动
作答。她正琢磨着如何利用自己前些日子调查
得来的数据资料，完成一篇关于草原沙漠治理
的论文——— 接下来，她还要进行补充调研。或
许，这就是对“如何回应时代”这个大问题的
回答，也是对 1981年南开社会学专业班的无形
传承。

(本文在写作上参考了《邓小平文选》《胡
乔木传》《费孝通与南开社会学》 (杨心恒编
写 ，未出版 )《社会学 “南开班” ( 1 9 8 1 —
1982)》载于《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
编(2016 第 14 辑)》、“思潮澎湃”公众号等。)

改革开放，意味着一

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的

到来。新的社会时代需要

社会学的研究，也为社会

学发展提供了机会。

“‘八一年南开班’这

个词，在社会学圈子内已

有了国内 、国际名声。只

要你提起这个名字，送给

你的是羡慕的眼光”
▲ 1981 年南开社会学专业班开学典礼，费孝通正和同学们交谈有关社会学的情况。

（新华社资料图片）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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